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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新论

对彼得一世改革的再诠释

——— “财政压力假说”的经验检验

车维汉　茆　健

【提　要】历史上不少国家都发生过由治国者发动的自上而下的变革，而 “财政压力说”则对这类变

革有一定的解释力。扭转财政危机、维持国家的义理性是彼得一世改革的动因。彼得一世的改革，是他与

贵族、教会、工商业者和农民各利益集团之间博弈均衡的过程。彼得一世改革的路径选择是： “甩包袱”

与向 “新兴财富”征税并举，发展工商业；“向所有利益集团征税”，进行币制改革；“向相关利益集团征

税”，再分配教会和农民的财富。彼得一世改革成功的标志是：各利益集团以纳税支持彼得一世的统治；

俄国战胜强大的瑞典，国防力量得到巩固，彼得一世统治的义理性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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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经济史表明，世界上不少国家曾发生过由治国者发

动的变革，变革的结果，大多是其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

增强了，政府获得了义理性支持 （张宇燕和何帆，

１９９８）。本文感兴趣的问题是，既然改革的目标可由义

理性这个变量来表示，改革的路径选择是否也有某些一

般性特征。显然，对这个问题的探索，不仅可以丰富制

度变迁理论，还可以增强对某些国家变革的解释力。

熊彼特最早从财政史中发现这一规律，即财政危机

是制度变迁的原因。他说： “社会的转折总是包含着原

有的财政政策的危机” （熊彼特，１９１８）。希克斯

（１９６９）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将近代国家的产生视为一

种社会变革，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财政压力，即君主们

需要大笔金钱为战争融资，这导致了现代税收制度的建

立。张宇燕和何帆 （１９９８）把熊彼特和希克斯的思想概

括为一个基本命题，即财政压力是国家推动改革的直接

原因，财政压力不仅决定改革的起因，还决定了改革的

路径。① 对这种观点，我们可称其为 “财政压力假说”。

“财政压力假说”假定治国者是一个理性人，其目

标是追求义理性最大化，即长久而有效地掌握统治权。

该假说认为政府实施制度变迁的起因和机理如下：第

一，治国者为维持一定的义理性水平，必须向公民提供

一定的公共产品；第二，由于投资公共产品的边际收益

递减，治国者须追加更多的公共产品供给；第三，递增

的公共产品投入必然导致递增的财政支出，发生财政危

机，进而危害治国者统治的义理性；第四，为了挽救义

理性，缓解财政压力，治国者必须实行改革。该假说还

提出了制度变迁的路径：即先 “甩包袱”，后 “向新兴

财富征税”，而且这两种选择的前后顺序不能颠倒，如

果颠倒二者的顺序，就会进一步加剧财政恶化，使义理

性水平下降，最终可能导致改革失败或政权垮台。

本文将在 “财政压力假说”的基础上，将只有两种

选择的约束条件放松，提出改革的另外两种选择： “向

所有利益集团征税”和 “向相关利益集团征税”，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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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纳入改革的路径选择进行分析。本文首先扩展了现有

理论的研究成果，使该理论框架对更长历史时期的改革

具有解释力；其次，本文通过对彼得一世改革进行经验

检验，从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视角，深化了对俄罗斯经

济史的研究。

二、理论框架

我们将 “向所有利益集团征税”和 “向相关利益集

团征税”———纳入到改革的路径选择中进行分析，并提

出改革成功的一个新的技术路线。具体步骤是：

第一步，选择那些既能提升义理性又能缓解财政压

力的政策组合。如，将 “甩包袱”和 “向新兴财富征

税”并举。英国在撒切尔政府时期，对国有企业实施私

有化方案即属于此。

第二步，“向所有利益集团征税”。我们把 “向所有

利益集团征税”定义为那些对各利益集团具有相同方向

影响的政策，它使得各利益集团要么一起获益，要么一

起受损。征税的方式一般是通过短期内超额发行货币获

得铸币税或通货膨胀税等。

第三，向 “相关利益集团”征税。我们将 “相关利

益集团”定义为在一国经济社会中，既非 “包袱”也非
“新兴财富”的利益集团。向该利益集团征税，说明治

国者已面临较大的财政压力。尽管这么做对政权的稳固

有较大威胁，但总比财政枯竭、坐以待毙要好。治国者

的这种选择，取决于前两步改革是否顺利进行，它往往

是在巨大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

我们可通过图形将以上的分析清晰化，用一条 “Ｓ”

形曲线模拟改革的路径选择。假设治国者在面临改革的

路径选择时，其效用函数包括两个因素：义理性水平和

财政压力缓解的程度，即Ｕ （ｆｉｓｃａｌ　ｌｅｇｉｔ），ｌｅｇｔ表示治

国者的义理性水平，ｆｉｓｃａｌ表示治国者的财政压力缓解

程度，我们可以用治国者的无差异曲线来刻画改革路径

的选择和效用逐步提高的过程。图１显示，从 Ａ点到Ｂ
点表示治国者首先选择那些能够缓解财政压力，并使义

理性提高的制度组合，即通过先 “甩包袱”和后向 “新

兴财富征税”，或者二者并举的方法，来实现财政状况

的好转和义理性的提升；从Ｂ点到Ｃ点表示治国者 “向

所有利益集团征税”，通常这样的制度对各利益集团有

同样的影响，但义理性水平可以暂时维持不变，治国者

的财政状况得到好转；从Ｃ点到Ｄ点，表示治国者在忍

受暂时义理性下降的情况下，向 “相关利益集团”征

税，义理性水平可虽然暂时下降，但可以使财政状况好

转；从Ｄ到Ｅ，表示治国者最终获得足够多的财政收

入，完成了公共产品的供给，财政状况根本好转并获得

义理性支持，改革获得成功。从 Ａ点到Ｅ点的 “Ｓ”形

改革路径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

　图１ 治国者关于财政压力和义理性

水平的无差异曲线

三、经验检验

财政压力决定了改革的起因和路径，这作为 “财政

压力假说”的核心命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

理解制度变迁。为了检验这个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我

们选择彼得一世改革进行经验分析。

（一）彼得一世时期的财政压力

彼得一世执政伊始，就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在

此期间，只有１７２４年没有战争，没有战事的其他时间

不超过１３个月，① 财政在战争消耗下捉襟见肘。特别是

１７００年北方战争开始后，国家财政近乎崩溃边缘。彼得

一世为制造武器，甚至下令把教会的大铜钟熔化制造大

炮。表１所示的是１８世纪初期俄罗斯国家财政收支情

况。该表显示，１７０２年国家财政尚有盈余，从１７０３年

开始，国家每年皆有大量的财政赤字，俄罗斯面临着巨

大的财政压力。

显然，当时对俄罗斯来说，国防是最重要的公共产

品，② 通过提供这种公共产品，彼得一世不仅可以挫败

来自瑞典、土耳其的军事威胁，还可以获得俄罗斯梦寐

以求的出海口，从而获得俄罗斯各利益集团的支持，这

无疑会提高彼得一世作为统治者的义理性水平，但是要

提供这种公共产品，必须通过巨额的国防投入才能实现，

这就形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迫使彼得一世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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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十八世纪初俄罗斯的财政收支情况 （单位：百万卢布）

年份 １７０１　 １７０２　 １７０３　 １７０４　 １７０５　 １７０６　 １７０７　 １７０８　 １７０９

收入 ２．８６　 ３．１５　 ２．７３　 ２．４９　 ２．６４　 ２．５２　 ２．４１　 ２．０２　 ２．７６

支出 ２．２５　 ２．４７　 ３．３４　 ３．２４　 ３．３４　 ２．７１　 ２．４５　 ２．２２　 ２．７０

　　资料来源：转引自 ［俄］卡芬加乌兹等主编 《彼得一世的改革》，郭奇格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版，第４５４页。

　　值得一提的是，除国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导致的义

理性危机外，彼得一世即位之初所面临的义理性危机，

还受到以下两个因素影响：（１）外部竞争。一国的长治

久安不仅取决于内部稳定，还取决于与其他国家之间的

某种竞争，比如相对其他国家而言，能否为其国民提供

更高水平的福利和安全等。在１８世纪之前，俄罗斯虽然

拥有的广袤的土地和人口资源，但是其经济、军事实力

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还非常落后，① 而且长期遭受来自

邻近强国的侵扰：在东部和南部相毗邻的有强大的蒙古

人和土耳其人，在北部和西部有同样国势日盛的波兰、

立陶宛和瑞典人，战争随时可能爆发。在经济上，当时

的欧洲国家已进入文艺复兴和石砌城堡林立的时代，制

造舰船和武器的工厂纷纷建立，劳动力也可自由流动，

而俄罗斯仍是生存于土木围造的房舍和城堡里，工场生

产效率十分低下。② 这种与邻近国家间的在社会进步上

的巨大反差，造成了国内对彼得一世义理性支持的下

降。（２）制度僵化。僵化的制度是指那些没能适应环境

变化的失去有效性的制度，这些制度将制约经济的增

长，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动荡。③ １７世纪，俄罗斯虽然已

经确立了君主专制制度，但实权却一直掌握在外戚和贵

族的手中。同时，东正教会也拥有极大的权力。④ 长期

的贵族和教会分割朝政的状况，使俄罗斯产生了 “分利

集团”，从而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这显然也是造成

彼得一世义理性下降的重要原因。

因此，彼得一世即位后，义理性受到多方面挑战，

其中重要的是它已无财力提供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即国

防的安全和国内秩序的稳定。彼得一世只有通过改革以

改善财政状况，才能挽救义理性，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二）彼得一世改革的路径

彼得一世改革是在财政压力和义理性危机的背景下

发生的。彼得一世改革的过程就是与国内各利益集团博

弈的过程。１７世纪末的俄罗斯社会主要有四个利益集

团：以贵族为主体的统治利益集团；以僧侣为主体的教

会利益集团；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 “新兴财富”利益集

团和人数众多、经济地位低下的农民利益集团。根据各

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以及他们在经济社会上的地位和前

途，彼得一世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步， “甩包袱”与扶植 “新兴财富”并举———

发展工商业。

彼得一世仿效欧洲其他先进国家，将发展工商业作

为一个重要的改革目标。斯大林说， “彼得一世大帝为

了提高地主阶级和发展新兴商人阶级是做了许多事情

的。彼得一世为了建立并巩固地主和商人的民族国家是

做了很多事情的。”⑤ 彼得一世上台之初，即向企业主承

诺：“在许诺他们的年限内，将不从他们和他们的继承

人那里剥夺他们的手工工场和工厂”。⑥ 该措施调动了私

人创办企业的积极性。彼得一世１７１９年颁布的矿务特许

条例中规定： “准许一切人，不论其管制尊卑，自由地

在一切地方，在自己的土地或别人的土地上寻找、熔

化、冶炼和精化任何金属。”⑦在该政策的影响下，冶金

业成了当时发展最快的行业，占当时工业部门企业总数

的三分之一强。据统计，彼得一世即位时，工业企业只

有１３家，而到１７２５年工业企业增加到１９１家。

彼得一世时期建立的工业企业，就其企业性质来

说，既有官办的也有私营的。官办企业通常是由政府拨

款建立起来的。后来官办企业的效率很低，于是政府又

把一些效率低的企业特别是纺织企业，以十分优惠的条

件出售给私人经营。这一 “甩包袱”举措，既减轻了财

政的负担，又使官办企业退出了一些行业，为私人资本

的兴起创造条件。此外，彼得一世还投资国内的基础设

施建设，促进商业资本积累，为私人资本创造良好的环

境。比如，他命令挖掘多条运河，该措施加强了国内市

场的联系，促进商业的繁荣。与此同时，彼得一世还鼓

励商人组成股份公司投资工业，规定政府优先采购国内

企业制品，以保护幼稚工业。通过改革，俄罗斯不仅摆

脱了对进口工业制品的依赖，而且到１７２５年，还发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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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包括铁器和帆布等工业产品的出口国。在冶铁方面，

改革后的俄罗斯在欧洲仅次于瑞典和英国。由于上述制

度安排，俄罗斯的工商业者成长为一个新的创造财富的

利益集团，成为政府一个重要的税源，彼得一世作为治

国者，其义理性水平因此而得到提升。这一步改革对应

着图１中由Ａ到Ｂ的过程。

第二步，“向所有利益集团征税”———币制改革。

从１７００年始，俄罗斯政府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增加

国防投入，所采取的另一项措施就是通过降低货币含银
（铜）量，以增加货币供给，获取大量的铸币税。北方

战争初期，这种方法使政府收入猛增，到１７１１年，铸造

的钱币达１９７０万卢布，仅１７０１年到１７０９年间制币所获

利润就高达４４０万卢布，① 这相当于１７０１年财政收入的

１．５倍。

币制改革在以财力支持北方战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而且在此过程中，也未遭遇国内利益集团的阻止和

反对，因此义理性水平没有明显下降。这是因为由币制

改革所引发的通货膨胀，其通胀率尚维持在各利益集团

所能接受的水平。首先，对于贵族利益集团和教会利益

集团来说，从农民那里获得的货币租实际价值下降了，

贵族子弟参军或为官所得薪酬也相应缩水，但这样的损

失对拥有大量财富的贵族和教会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其次，对于农民利益集团来说，以货币为缴纳物的租税

负担有所减轻，而农民持有的实物相对价格升高，总体

来说，农民在币制改革下损失较小或没有损失。再次，

对于工商业利益集团来说，投入要素的价格可能赶不上

物价上升得快，这有利于激励企业增加要素投入，对于

贸易者来说，价格的波动可能会增加其交易成本，但相

对于工商业利益集团所赚取的丰厚利润来说，这也是较

小的。总之，通过这次币制改革，彼得一世的财政压力

得到缓解，为公共产品的持续供给提供了保证，而义理

性水平也未因此而受到较大负面影响。这与图１中由Ｂ
到Ｃ的过程相对应。

第三步， “向相关利益集团征税”———再分配教会

和农民的财富。

在前两步完成之后，政府若要进一步减缓财政压

力，则必须以忍受义理性下降为代价， “向相关利益集

团征税”，待渡过危机之后，再补偿受损失的利益集团，

如此方能实现财政压力的最终好转和义理性的提升。１７
世纪末，在国内外巨大的压力下，彼得一世实施了与教

会和农民相关的改革。

（１）对俄罗斯教会的改革。俄罗斯的教会拥有大量

的农民和土地。１７２２年的数据显示，教会是俄罗斯最大

的土地所有者，全国２０％的农民归它管辖。②彼得一世

认为教会的作用仅仅是精神层面的，对生产建设毫无作

用。他在１７２４年的诏令中指出，修道士大部分是寄生

虫，他们不为社会生产做任何贡献，只是吃白饭的。③教

会改革的基本目标是：限制教会的财富，将其置于沙皇

管制之下，为生产服务。

１６９６年彼得一世责令教会的上层人士 “如无国君陛

下署名的诏令，不得作出任何无从预算税额的官款开

支。”④政府随后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禁止僧侣建造寺院的

命令。１７００年纳尔瓦战役失败和大主教阿德里安死后，

政府设立了寺院衙门专门处理宗教事务，由世俗的贵族

担任领导。寺院衙门把教会置于其管制之下，目的是将

教会财产用于国家急需的国防建设上。１７０１年，政府划

分教会的世袭领地，把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仍归教会

管理，另一部分则由军职人员管理，为政府收取代役

租。１７０１年～１７１１年，这项代役租收入达一百多万卢

布，⑤占１７０１年当年财政收入的一半。为解决战争的兵

源问题，寺院衙门还规定了每个寺院的修道士和仆人的

固定数量。彼得一世还把教会的建筑物、粮食和资金征

作军用，这些措施大大削弱了教会的利益，使国家的资

源更多的用于提供国家公共产品。

（２）人头税的实施。改革之前，彼得一世政府对农

民征收的直接税是按户进行的。当时存在的问题是，农

家几户人可合并成一户以避税，这使得直接税收入大打

折扣。为了扩大财政收入，减缓财政压力，彼得一世政

府颁行了以人头税代替以前的户籍税和耕地税的税收制

度。人头税改革后，直接税占财政收入的份额由１７０１年

的１９．８％一跃上升到５５．５％，如表２所示。改革后的农

民生活更加艰辛，在法律上，农民的地位被降到与奴隶

一个等级，因而农民利益集团对彼得一世的义理性支持

降低。由于农民在任何地方都要缴纳人头税，加上政府

的人口普查，逃税现象减少，政府收入大大增加了。

上述改革，使教会利益集团和农民利益集团对彼得

一世的义理性支持下降。这对应着图１中由Ｃ到 Ｄ的

过程。

第四步，经历了上述改革后，彼得一世发动的对瑞

典的战争有了结果。俄罗斯于１７２１与瑞典签订了 《尼斯

塔德条约》。这个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俄罗斯已经在波

罗的海地区站稳了脚跟，而且在事实上取代了瑞典，成

为欧洲大陆北部占有支配地位的大国。⑥ 同时，俄罗斯

国内的统治秩序也稳定了：贵族利益集团和工商业利益

集团得到强大的国防保护和便捷的通商口岸，从此可以

加入西欧强国的行列，参与海外掠夺。在此过程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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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支持彼得一世的统治的教会和农民利益集团，虽然

不满，但较弱的讨价还价能力使其表达反对的成本很

高。与此同时，工商业利益集团的税收已逐渐成为彼得

一世的稳定财政来源，国家的财政已从根本上得到好

转，这时，教会和农民利益集团不敢贸然去反对日益强

大的彼得一世政权。还应提及的是，战争结束后，彼得

一世于１７２０年撤消了１７０１年划分教会土地的诏令，恢

复了教会对世袭领地的征税权，这项措施起到了笼络教

会利益集团，进而提升彼得一世统治义理性水平的作

用。总之，危机的摆脱、财政的恢复以及统治根基的稳

固，标志着彼得一世改革的成功。这对应着图１中由Ｄ
到Ｅ的过程。

　表２　１６８０年、１７０１年和１７２４年财政收入及其结构情况 （单位：万卢布）

１６８０年 １７０１年 １７２４年

数额 百分比 数额 百分比 数额 百分比

１．直接税 ４９．３９　 ３３．７　 ５８．４２　 １９．８　 ４７３．１１　 ５５．５

２．间接税 ６５．０２　 ４４．４　 １１９．５９　 ４０．４　 ２１２．８６　 ２４．９

３．特权收入 ４　 ２．７　 ７９．１７　 ２６．８　 ８９．５２　 １０．５

４．手工业营业税代役租和包税 １４．６１　 １０　 １３．０２　 ４．４　 ４７．７６　 ５．６

５．关税 ３．３７　 ２．４　 １１．８７　 ４　 １５．０１　 １．８

６．不分摊的税 １０　 ６．８　 １３．４９　 ４．６　 １４．７　 １．７

总计 １４６．３９　 １００　 ２９５．５６　 １００　 ８５２．６６　 １００

　　资料来源：《彼得一世的改革》，第４６４页。

　　本文在财政压力假说的基础上，将只有两种选择的

约束条件放松，提出改革的另外两种选择： “向所有利

益集团征税”和 “向相关利益集团征税”，并把这两个

选择加入改革路径中进行分析，提出了治国者实现改革

成功的 “Ｓ”形路径选择，通过对该理论的经验检验，

论证了该假说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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